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靖学青1 

【摘 要】：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区内各省

市及其在各个时期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差异。实证估计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投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

大，其次是劳动投入；在非物质投入要素中，城市化进程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产业结构

变动，再次是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虽然也是正向的但不显著。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必须在区内加强城市群建设；通过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制度创新；扩大国内消费以代

替资本的过度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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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常态下，中央政府已经把长江经济带发展放在了全国经济发展“新支撑”的

战略高度上，给予了高度重视。2014 年4 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全面改革开放

和加快发展的问题。时隔3 天，李克强总理即在重庆召集了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负责人座谈会，商讨长江经济带发展问题。同

年9 月，国务院就出台了“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 年2月7 日，张高丽副总理主持召开长江经

济带发展会议，进一步部署和落实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发展的有关事宜。学者们预计不久还会出台更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长江

经济带建设和发展政策措施。在国家战略筹划和政策扶持下，长江经济带全面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的大幕已经拉开，将迎来跨

越式发展，以支撑全国经济更稳健、更高质量的发展。 

鉴于此，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且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

本文在从三个侧面描述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状况的基础上，运用1978-2013 年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就各种因素对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性、影响方向及其影响力度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得到建设性的政策启示，作为长江经济带建设

和发展的决策参考。 

一、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三种定量描述 

迄今为止，地区生产总值仍然是定义区域经济规模的最常用和最合适的指标，而经济增长则可以从平均增长、定基增长、

环比增长三个不同侧面进行度量，这样多角度地定量刻画，对全面认识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有诸多好处，也是必要的。 

年平均增长率简称年均增长率，定义的是某个时段地区生产总值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较好地反映三个年度以上时段区域

经济增长的平均状况，其计算公式是： ，其中，ai 和 aj 分别为某个时间段期初年份 i 和期末年份 j 的可比价地

区生产总值，n 等于期末年份与期初年份的差，即 n=j-i，xn 为年平均增长率
[1]
。 

年定基增长率，定义的是某个年度相对于此前某个基期年度地区生产总值的累积增长幅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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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积成果，其计算公式是： ，其中，an 和a0 分别是某年n 与其基期年度0 的可比价地区生产总值，xn 为n 年

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定基增长率。 

年环比增长率，定义的是某个年度地区生产总值相较于上一年的每年增长速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经济增长的波动状况，

其计算公式是：xn= ，其中，an 和an-1 分别是某年n 与其上一年n-1 的可比价地区生产总值，xn 为n 年的地

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 

根据上述定义，本文计算了长江经济带及其中 11 个省市 1952-2013 年、1978-2013 年、1978-2000 年、2000-2013 年四个

时段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和年定基增长率，如表 1 所示，也计算了长江经济带 1952-2013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

长率，如图 1 所示。为了进行比较，在表 1 和图 1 中也同时加入了全国的相应数值。从表 1 和图 1 可以看出： 

 

 

第一，1952 年到2013 年，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2 年中，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65%，累积增长了约



 

156 倍，高于全国增速。在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市中，浙江省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为9.58%，累积增长了263 倍多；

安徽省增速最慢，年均增长率为7.65%，累积增长了约88 倍。 

第二，1978 年到2013 年，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6 年中，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11.04%，累积增长了约

38 倍，也高于全国增速。在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市中，浙江省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约为12.56%，累积增长了约62 倍；

湖南省增速最慢，年均增长率约为9.95%，累积增长了约26.6 倍。 

第三，2000 到2013 年，即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4 年中，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11.9%，累积增长了约3 

倍多，同样高于全国增速。在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市中，重庆市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约为13.5%，累积增长了约4.2 倍；

上海市增速最慢，年均增长率约为10.7%，累积增长了约2.7 倍。与1978-2000 年时段相比较，这个时段地处长江中游和上游的

省市经济增速明显加快，甚至超过了地处长江下游的上海市和浙江省。这说明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及

其政策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明显效果，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出现了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四，从环比增长率来看，长江经济带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在年度之间波动起伏很大，而改革开放以后则相对平稳，

尤其是1990 年代以来经济运行更加平稳。1992 年是改革开放后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的最高点，此后逐年下

降，到1999 年降到最低点，然后又进入上升通道，2007 年到达又一个高点，最近三年即2011 年、2012 年和2013 年，长江经

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连续下降，2013 年已经低于10%。11 个省市经济增长在年度之间波动的状况与整个长江经济带

大体一致。改革开放后长江经济带经济维持了30 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增速有所回落，今后将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这是地区资源环境制约的结果，更是主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结果。 

二、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实证分析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

术进步、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等因素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内部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新中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13 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那么，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影响

因素有哪些，快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哪里？下面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 

经典的 C-D 生产函数模型 Y=F （K，L）=KαLβ 主要考虑了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在此模型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产

业结构变量、空间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得到如下计量模型： 

 

式（1）中，Y、K、L、RB、CJ、CS、ZD 分别表示总产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产业结构变动、城市

化和制度创新，α、β、γ、δ、θ、ρ 分别为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城市化、制度创新等变量的弹性系

数。除了上述变量外，还应该考虑使要素生产效率持续提高的其他因素，因此在式（1）中加入了其他因素变量（QT），并且假

定其他因素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生产技术水平
[2]
，同时设 QT（t）=eμt，则式（1）变为： 

 



 

对模型（2）两边取对数并且添加随机变量，模型（2）变为如下形式： 

 

模型（3）是一个面板数据模型的表达式，其中ln为自然对数符号，ω 为随机变量，i 和t 分别为地区和时间，这里分别

是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市和年份。 

（二）变量和样本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Y，采用1990 年不变价的地区生产总值这个指标，用其时间序列表征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状况。 

物质资本投入变量K，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经典 

生产函数列入的两大投入要素之一，一般是用不变价的物质资本存量这一指标来表征，但是我国官方目前尚未直接公布这

个指标的数据，必须通过其他已经公布的相关指标数据来测算。在此，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计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 1990 

年不变价的物质资本存量，其估计公式是： 

 

式（4）和式（5）中，Kit 和Ki（t-1）分别为i 地区t 年和t-1 年的资本存量，δ 为资本折旧率，Iit 为i 地区t年的固

定资产投资额，Pit 为i 地区t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Dit 为i 地区t 年的资本折旧额。运用这两个公式估计资本存量，

需要选择或者确定如下几个指标：一是当年投资流量It；二是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Pt；三是基准年份的资本存量K0；

四是折旧率δt 或者折旧额Dt。此外，还需要对缺失的数据进行处理。 

关于当年投资流量指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均认可和采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本文也选择采用这个指标。关于当年固

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除了直接采用统计资料中的数据外，在数据缺失年份则采用张军等提出的用投资隐含平减指数代替投

资价格指数的做法
[3]
，计算投资隐含平减指数需要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及其指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指数数据缺

失的年份则采用孙辉等提出的解决方法予以补足
[4]
。关于经济折旧，研究选择将1952～2011 年分为三个时段，其中1952～1977 年

统一使用3%的折旧率，1978～1992 年统一使用5%的折旧率，这两个时段均采用公式（4）估计资本存量；1993～2011 年不使用

统一的折旧率，而是使用相应年份的折旧额，采用公式（5）估计资本存量。 

关于基准年份的资本存量，则选择采用Hall 和Jones 曾经使用过的折旧———贴现法进行估计，即基年的资本存量等于基

年的投资额除以其后几年可比价的投资几何平均增长率与基年经济折旧率之和
[5]
，本研究基年选择1952 年，投资几何平均增长

率计算的年度周期选择1952～1977 年。基年选择1952 年而不是1978 年的原因是，要非常准确地测得基年资本存量的难度很大，

但是随着基年资本存量K0 的逐渐折旧，以及未来投资额It 的越来越高，K0 的取值对后期资本存量的影响将越来越小，因此若

以1952 年为基年，则到1978 年及其以后年份基本上可以忽略基年资本存量的估算误差，可以确保研究时段物质资本存量估计

结果的准确性。 

运用上述方法，本文估算了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 1952-2013 年不变价物质资本存量，表 2 列出了 1978 年以来 5 个典型

年份的估计结果。 



 

 

劳动投入变量L，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典生产函数列入的另一重要投入要素，研究用全部从业人员数量这一指标来表示劳

动力变量。 

人力资本变量RB，新增长理论强调教育、知识、人力资本等劳动力素质提高的作用，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迄今

为止出现了几种关于人力资本的表征方法，例如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从业人员中某教育程度（比如高

中或者大学）以上劳动力数量所占比例，以及从业人员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受限于数据资料的可得性，研究采用了第一种

表征方法即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 

产业结构变量CJ，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认为产业结构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变化，同时产业结构变化尤其是其高度化也会促进

经济增长，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本研究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变量。 

城市化变量CS，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传统经济学由于忽视空间因素而存在局限，实际上空间运输成本会对区际贸易产生重要

影响，要素空间分布会对生产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城市化进程就是关于生产要素从分散分布到集聚分布的描述。本研究使用人

口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来表示城市化变量。 

制度创新变量ZD，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不同的经济制度会导致不同的经济效果。1978 年以来

我国一直进行着以改革开放为主线的制度创新，目前仍然处于体制转型之中。本研究使用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来

表示市场化改革程度，使用货物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即外贸依存度） 来表示对外开放水平，使用这两个指标的

简单平均值来表示制度创新变量。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非国有工业产值以1998年为界统计口径不同，1998 年以前的非国有工业产值等于当年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总产值减去国有企业工业产值，1998 年以后的非国有工业产值等于当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减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工业产值，而且2004、2012、2013 年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在《中国统计年鉴》中

缺失，因此2004 年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均分别用产品销售收入来代替，而2012 年

和2013 年则用主营业务收入来代替。货物进出口总额采用各地区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来表示，用官方公布

的各年汇率中间价将美元折算为人民币后，再除以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用来反映地区对外开放水平。 

本研究基础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49-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96-200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

料汇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和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有些年份某



 

些指标的基础数据缺失，使用适当的方法进行了弥补。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形式是：yit=ai+bi xit+μit，其中ai 是截距项，bi 和xi 分别是回归系数向量和解释变量向量，根

据截距项ai 和系数向量bi 中各分量的不同限制要求，又可以将这个基本形式划分为三种类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

含有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即变截距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即变系数模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在横截面

上无个体影响且无结构变化，与一般的回归模型无本质区别，因此他通常并不适用。变截距模型在横截面上存在个体影响，但

不存在结构性的变化，即解释变量的结构参数在不同横截面上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截距项，个体影响可以用截距项ai 的差别

来说明，该模型适宜于观察各个解释变量对区域整体的影响。变系数模型在横截面上存在个体影响且存在结构变化，该模型适

宜于观察解释变量对各个个体的影响
[6]
。根据研究目的，这里采用了变截距模型，以观察各个解释变量对整个长江经济带经济增

长的影响。 

根据个体影响是常数还是随机变量，变截距模型又可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EViews6.0计量经济学软件可以进

行豪斯曼（Hausman）检验，该检验可以帮助判断采用哪种模型更加合适。将1978 年到2013 年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市总共396 个

面板数据输入E-Views6.0 进行变截距模型随机效应回归估计，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豪斯曼检验，得到其统计量值为0，相对

应的双侧概率为1。这说明检验结果在极显著水平下接受了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应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在计量模型（3）中添加截距项C，并且对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在E-Views6.0 软件中进行变截距模型随机效应回归估计，得

到如表3 的输出结果。 

 

如表3，在被加权后的检验统计量值中，判决系数（R2）和调整的判决系数（AR2）均在0.99 以上，F-检验统计量（F-stat.） 



 

在8400 以上且其相伴概率为0。这说明模型拟合很好，该模型整体检验通过，可以使用其估计结果进行计量分析。 

从表 3 中可以发现，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而且除了人力资本外均在 1%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各个解释变

量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均具有独立的正面影响，但是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 

物质资本投入变量（K）的回归系数约为0.5 且t检验显著。这表明，物质资本存量每增长1%时，则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

长0.5%；物质资本投入是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影响程度最大、贡献最大的投入要素。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13 年，整个长

江经济带物质资本存量从2614 亿元增加到102556 亿元（1990 年价格），累积增长了38 倍，年均增长11%以上，物质资本存量

增长最快的浙江省累积增长了约63 倍，年均增长12.6%。长江经济带通过积极的投资使物质资本存量快速增加，形成了规模巨

大的固定资产，奠定了其经济增长的深厚基础，并且成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量。劳动力变量（L）的回归系数约

为0.32 且t 检验显著。这表明，劳动力每增长1%时，则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0.32%；劳动投入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影响

程度第二大、贡献第二大的投入要素。可见，传统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有较高的边际贡献率，说明其经

济增长主要的源泉是储蓄与投资增加所不断形成的资本积累，以及人口增长所不断形成的劳动力大军。 

城市化变量（CS）的回归系数约为0.22 且t 检验显著。这表明，城市化率每提高1%时，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0.22%；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除了传统的要素投入之外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推动力最大的因素，起到了较大的正面影响和作用。改革

开放以来的1978-2013 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市化率从约14%提高到约53%，总共提高了约39 个百分点，伴随着人口快速地从乡

村向城镇集聚的是各种生产要素从分散分布向集聚分布，大大提高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进而有力地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经济

增长。产业结构变量（CJ）的回归系数约为0.12 且t 检验显著。这表明，第三产业比重每提高1%时，则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

长0.12%；产业结构变动和优化升级是除了传统的要素投入之外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推动力仅次于城市化的影响因素。改革开

放以来的1978-2013 年，长江经济带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6%上升到42.75%，约上升了2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比

重从33.6%下降到8.9%，约下降了24.7 个百分点。可见，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趋势非常明显，事实上逐步实现了结构

转型，对其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制度创新变量（ZD）的回归系数约为0.062 且t检验显著，表明制度创新变量每提高1%就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0.062%。

1978 年以来，我国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制度创新力度非常大，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几乎涵盖了我国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实

际上经济发展环境改善的各个方面都与制度创新密切相关，0.062%的回归系数只反映了非国有工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两个指标

平均状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的积极影响要远远超过这个范围。 

根据新增长理论，随着区域教育投入的不断扩大，劳动力素质会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不断增强，在生产过程中不

断产生外溢效应，会大大提高区域科技水平，进而直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表3 中人力资本变量（RB）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值，

但是仅约为0.02 且t 检验不显著。这表明，人力资本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各个变量中最小，而且独立影响不显著。

这个结论与新增长理论的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这里使用的表征人力资本变量的指标不尽恰当，未能反映长江经济带人力资

本存量的实际状况，而且劳动力在工作过程中通过继续教育和“干中学”等形式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也没有得到很好反映。 

除了上述6 个因素外，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例如技术进步、社会政治稳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性、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

规模经济等，难以找到合适的指标予以定量反映，在模型（3）中这些因素一并作为其他因素加以描述。其他因素变量（t）的

回归系数约为0.024 且t 检验显著。这表明，其他因素变量每提高1%时，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0.024%。可见这些其他因素

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其影响力度要大于人力资本。 

三、分析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个时期，长江经济带经济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13 年，其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1%以上，累积增长了38 倍多，发展速度和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1978-2000 年相比较，进入新

世纪的的2000-2013 年地处长江中游和上游的8 个省市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其政策措施收到了

明显效果，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出现了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二，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前年度之间波动起伏很大，而改革开放以后则波动幅度显著减小，尤其是1990 年

代以来经济运行更加平稳。 

第三，利用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市1978-2013 年的面板数据，就各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

估计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投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大，其次是劳动投入，传统的物质要素投入仍然是长江经济

带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在非传统投入要素中，城市化进程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产业结构变动，

再次是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虽然也是正向的但不显著，其他因素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影响力度小于制度创新，但

是大于人力资本投入。 

根据分析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以城市群建设为抓手，大力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化进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长江经济带内部各省市城市化

方式应该有所区别，地处长江中游和上游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仍然主要

是人口从乡村向城镇转移的数量扩张型城市化方式，上海应主要是土地高效利用和居民素质提高的质量增进型城市化方式，而

江苏和浙江则应该是数量扩张和质量增进并举的城市化方式。在长江经济带重点发展三大城市群，提升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国际竞争力，培育发展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主要节点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促进以成都、重庆为主要节点的成渝城

市群一体化发展，以及推动黔中和滇中区域性城市群发展。城市化通过优化要素空间分布，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促进生产

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提高要素使用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是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最大的非物质投入要素。 

第二，以创新为动力，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推动沿江产业由要

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幅提高服务业比重，引导产业合理布局和有序

转移，培育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产业集群，增强长江经济带产业竞争力。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长江经济带内部各省市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途径也应该有所区别，皖、赣、鄂、湘、渝、川、贵、云8 省市应主要是加速工业化进程，同时发展与工业

化进程相适应的服务业；上海应主要是加速经济现代化进程，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主，同时适度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江苏和浙江则应该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举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模式。 

第三，深化长江经济带改革开放，进一步发挥制度创新的经济推动作用。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试验田，将其

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开放经验和措施向整个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推广和扩展；增强云南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功能，将云南

建设成为面向西南周边国家开放的试验区和西部省份“走出去”的先行区，提升中上游地区向东南亚、南亚开放水平；发挥重

庆长江经济带西部的中心枢纽作用，增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撑，发挥成都战略支点作用，把四川培育成为连接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重要纽带，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互动；增强沿江沿边开放口岸和特殊区域功能，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 

第四，扩大国内消费，以代替资本的过度投入。努力营造消费环境，使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巨大的潜在消费转变为现实消费，

用扩大消费来代替对资本的过度依赖，让消费逐步取代投资成为拉动长江经济带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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